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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哲学学院院长吴晓明：

中国知识界
仍是“学徒状态”

齐鲁晚报：您说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处于西
方学术话语的桎梏之下，是一种学徒状态，这话可
以说震惊了很多人。为什么这么说？

吴晓明：先给你举个例子吧。在中共早期历史
上，有个极富盛名的组合——— 28个布尔什维克。这
28个人从苏联留学回来，马恩经典倒背如流，俄国
经验烂熟于胸。1927年以后，中共有了武装，这28个
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中心城市武装起
义的道路，因为马恩的原理说要暴力革命，俄国的
经验说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所以这28个人坚持这
条道路，结果是从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他们在各个
地方搞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损失惨重。

这就叫学徒状态，拿别人的经验套到中国的问
题上来。一直到中共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不是中心
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到这个时候，中
国革命者才摆脱俄国的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

齐鲁晚报：对西方亦步亦趋，缺少自我主张，这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很风靡吗？

吴晓明：很风靡。相比中共早期的28个布尔什
维克，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不过那时候的教条来自苏联，现在的教条来自西
方。现在真正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很少。

齐鲁晚报：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反而迷信别人
的？

吴晓明：举个例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
的经济成就拿三五个经济学奖都不为过，但实际上
我们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的经济学还不能有效地
阐述这个过程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机理是什么，还
不能提出自己的一套学术体系。当然最近一些经济
学家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学术体
系。

不光经济学，包括现在的科研评审、学术量化
指标等中国学术制度，都是完全从西方搬来的。现
在各个学校、研究机构等，评职称都要拿项目。为了
得到项目，有些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片乌烟瘴
气。每年要报预算、决算，写很多报告、表格，费用又
难报销，占用研究者大量时间精力。说到论文评审，
你得想办法进评委会，否则评不上。要是有外评，大
家就打听哪些人可能是评委，各个单位想办法把自
己人塞到评委会里。这些从西方搬来的学术制度从
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

齐鲁晚报：我们是不是一直这样？
吴晓明：回溯民国时候，那时大学根本没有项

目一说，清华国学院导师一个月350块现大洋。现在
评教授，要讲究有多少项目、多少论文、档次怎样、
多少奖，最后评出来了，实际上怎么样你自己心里
清楚。可能另外一个人分数比你低，但水平比你高
得多。

拿别人的经验套中国，这就叫学徒状态

西方没出现老人倒地不扶现象，我们出现了

不是说人家先进，你跟着走就先进

齐鲁晚报：有些东西，光当学徒是学不来
的。

吴晓明：是的，很多时候，完全跟着人
家走是不可能的。人家那种情况的出现有
很多限制条件，不是说人家先进，你跟着人
家走，自己也就先进了。马克思当年思考德
国道路，他看到英法在德国之前发展，更加
先进，但他不认为德国人要走英法道路。后
来，德国道路确实和英法道路不一样，当然
跟马克思讲的也不一样。甚至英国道路和
法国道路也不一样。西方世界内部尚且如
此，中国作为东方国家，问题要复杂得多。
依我看，标准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非基督
教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

齐鲁晚报：为什么在非基督教国家很难
成功？

吴晓明：事实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基督
教教化使西方血缘的、伦理的、宗法的关系通
通解体，产生原子化个人，这种原子化个人是
西方政治民主制的基础。而中国不同于西方，
中国社会是半宗法、半伦理、血缘纽带特别紧
密的社会。西方经过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化之

后才形成原子化个人，但是，中国学术界很多
人根本没看到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就讲个人
权利、讲市民社会，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齐鲁晚报：中国一直都是人情社会、血缘
社会。

吴晓明：举个例子，这些年我很少带博士
生，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业形势不好，而我作
为他们的老师，好像就有义务帮他们找工作。
到了就业时，他们就会找我说：吴老师，我
要毕业了，这个工作的事情你也帮我费费
心。而在西方，作为导师，我在你毕业时只
需要帮你完成论文答辩，帮你写个推荐信
就好了。在中国，老师和学生也是半伦理的
关系，甚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准血缘联
系。这是非常不同的。

齐鲁晚报：东西方文化和传统差别很大。
吴晓明：差别很大，比如我们老是说

朝鲜是世袭制，但它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
家族制。日本，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是首相，
它的叔叔是上一届的外相。印度也是，菲律
宾也是，韩国也是。所以说，事实并不是我们
想象得那么简单。

齐鲁晚报：当学徒是不是一无是处？
吴晓明：当然不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

不断向外国学习，这是非常必要的。“文革”期
间，这种学习中断了，到改革开放，邓小平就
要求我们赶快学。可以说，改革开放头三十
年，中国社会的最大需要是学习。而且我们要
形成自我主张，一定要经历学徒阶段。现在问
题在于，学来的东西要真正消化，变成自己的
东西，这件事现在变得越来越急迫。

齐鲁晚报：为什么现在必须改变这种状
态了呢？

吴晓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但是，我们也遭遇了高度的风险，一
是环境问题，二是社会生活问题。

从环境生态方面来看，因为我们人口数
量巨大，发展速度快，西方发展了两百年遇到
的问题，我们三十年就遇到了，而且比他们严
重得多。这些环境生态问题是西方现代化的
必然结果，因为它就是向大自然不停地索取。
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一味因循西方资本
主义的方式肯定行不通。

从社会生活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居然出
现了老人倒地扶不扶的争议，这在西方国家
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西方自由市场、唯利是
图的原则在社会生活泛滥的结果。我们通常
讲的自由市场，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唯利是图。
古典作家把它叫作犹太本质，它也有积极意
义，能激发人的动力，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
但是如果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泛滥，将造成
严重后果。

齐鲁晚报：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老
人倒地没人扶的现象，而我们却出现了？

吴晓明：这就牵扯到东西方的差异问
题。自由市场唯利是图的原则在西方有个
强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救赎宗教。托克维
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法律赋予美国
人绝对的自由，但上帝使他们不得为所欲
为。而中国是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
唯利是图的犹太精神如果随便扩张，最终
将导致社会生活解体。事实上，我们正在
经历这种危险，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各种
道德问题等。

近日，汇聚中国当代132位人
文社科学人访谈的《中国当代学
人访谈录》发行。在该书座谈会
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晓明
说，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是学
徒状态，处于西方学术话语的桎
梏之下。

“为什么西方国家没出现老
人倒地扶不扶的问题，中国居然
出现了？为什么西方发展200年才
遇到的环境生态问题，中国改革
开放30年就遇到了？”吴晓明反
问，“不是说人家先进，你跟着学，
自己就先进了。我们不仅要学，还
要有思想。”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西方人

已经不愿学习了

齐鲁晚报：那中国学者如何摆脱这
种学徒心态呢？

吴晓明：现在学者需要做的是研究
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现状。现实跟我
们通常讲的事实不一样，是本质的东西，
要把握中国的现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拿
了西方概念往中国社会上一套，实际上
把事实完全曲解了。在这一点上，老一辈
学者在关注中国现实方面做得更好。因
为他们在文化上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
在接受外来学术时有自己的主张。

齐鲁晚报：那您觉得，中国要靠什么
才能不做学徒？

吴晓明：有人说经济发展主要靠品
牌，有人说主要靠技术，这些东西都是逐
渐能解决的，我认为还要靠思想。现在，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学习的民族，这
也是学徒心态的来源。但是总有一天，当
他面对很大危险的时候，他就知道不仅
要学，还要思考。

齐鲁晚报：您觉得，我们是一个爱学
习、有活力的民族吗？

吴晓明：看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有没
有活力，要看三个要素：第一，是否拼命
干活。你去看欧洲，比如法国人过完了圣
诞节上班，到四五月份开始讨论暑假怎
么度假，然后准备罢工，罢工完提高一点
工资以后再过圣诞节，但中国人明显不
同。第二，是否愿意生孩子。如果一个民
族不愿生孩子了，他们人口自然递减，表
明它活力丧失了。第三条，是否愿意学
习。西方人已经不学习了，美国最优秀的
学子，包括耶鲁、哈佛的，只认为他们的
制度是最好的，不再学习。对中国，他们
只知道两件事，一个是天安门事件，一个
是“文化大革命”，因为哈佛开这两门大
课。但是，你去问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你
说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谁会选上，他都
能跟你谈上半小时。当然他可能胡说，但
是他愿意了解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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